
城乡比较:不同的利益结构变迁导致不同
的代际地位差异

周 　怡

　　在诸多关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协调研究中 ,本文以社会代群体为研究视角 ,经调

查证实 ,宏观利益结构的变动必然会引起不同代群体之间地位差异的重组 ,而具体的

重组情形则因城乡利益结构变迁的不同迥然有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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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 ,长期以城乡分割不能自由流动的户籍制度为基础 ,同样 ,由经济体

制改革所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革在中国也呈现二元分割的局面 。我国农村的变革尤为猛烈 ,

变革似乎一夜之间将其从一个缓慢变化的社会推进到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 ,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的实行打破了原有的人民公社三级制 ,农业劳动者由公社社员转变成为土地的承包者 ,劳

动者自身直接成为经济利益的主体 。但具有质变意义的农村社会变迁 ,发生在农民依靠自己

的力量而闯出的一条乡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的新路之中 。乡镇企业的出现改变了乡村的产

业结构 ,即改变了传统农业的经济模式 ,使乡村开始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小城镇的

建设则标志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开端 ,从本质上变革了农村经济的社会结构 ,尤其是制度化

结构 ,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三大阶段的成功变革对应着利益结构的调整;农业劳动者

个人 、乡镇企业和小城镇政府 ,分别代表不同变革时期分化出的不同利益主体。这些不同利益

主体的分化实质上将中国农民作了“纯农”与“非农”两大阵营的分割。与过去相比 ,中国农民

总体上属于变革中的得益阶层;但真正从“纯农”与“非农”的群体内部分化来看 ,代际地位群体

的出现 ,以及由此导致的差异性利益已十分明显。

许多资料表明 ,在农村经历“乡”和“土”的分割中 ,老人们被一种无形的规范推入了与土地

继续结合的纯农行列;大多数乡村中青年已经走出田地完成或正在进行由农民向非农民经济

身份的转换 。这样 ,乡村两代人出现了身份分化 、劳动分工和空间的分离 。分离之后 ,由于受

我国国民收入一贯向非农居民倾斜等因素的影响 ,从事种植业的农民(老人和中年妇女)明显

成为收益较低的地位群体 ,通过流动转移出去的青壮年一代则使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得到了

大大的改变 ,即他们在变革中通过职业 、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等地位要素的获得 ,已经使自己对

社会资源的拥有大大超过了当地的年长一代 。

1995年我们对昆山周庄 、北京“浙江村”农民所作的调查资料表明:①

文化程度方面:45周岁以下者 79.21%具有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45周岁以上者 77.21%

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或干脆处在文盲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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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身份方面:45周岁以下的只有 13.17%为务农职业 ,86.83%为非农职业;45 周岁以

上的务农者占 40.34%。

年平均收入: 45周岁以下者大多高于 1万元 ,最低也在 5000 元左右;45周岁以上者多

数集中在 1000—5000元 ,最高百分比出现在 3千元。

可以认为 ,在从业身份的分化中 ,乡村老人接受了“最辛苦 、最需要”也“最具风险”的工作 ,

但是他们的辛苦和风险却未能获得对等的报酬和承认 。今天与过去相比 ,在奔小康的道路上 ,

他们的生活水平已大大提高 ,可是与选择“离土”职业的中青年一代相比 ,他们的收入又远远落

后于晚辈。今天 ,在我国苏南一带乡村 ,晚辈盖“洋”楼 ,长辈住老屋或在楼旁搭一小屋的现象

已相当普遍 ,这与以往长者为儿女提供住房的惯例形成了鲜明的比照 。同时 ,我们在调查地还

得知 ,住房占地问题常常是乡村两代人产生矛盾的焦点:在一个多子女的家庭中 ,兄弟间经常

为了能在仅有的地皮上翻盖自己的新房 ,而对老人的归属相互推委 ,引起老人的悲伤 。面对越

来越明显的地位弱势 ,周庄王东村一位 56岁的农业经营者告诉我们 ,他觉得这样不公平 ,但没

办法 ,“谁让我没有文化呢 ?”这种“没文化※缺乏身份选择机会※低收入※自卑情结”代表了乡

村很多中老年农业劳动者的思维方式和其实际的地位状况 。

与农村变革相比较 ,我国城市的变革起步较晚 ,似乎没有像乡村变革那样存在明显的三大

阶段 ,农村成功的承包制移入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后 ,也并没有像人们预想的那样收到相同的

成效 。作为城市体制改革的重头 ,国有企业改革在采取了扩大自主权 、放权让利 、利改税 、经营

承包 、独立核算 、政企分开 、股份制等一系列措施之后 ,仍然举步维艰。但是 , “体制外”部分的

改革却取得了意料中的收获。一些原有体制结构中不曾有的新的利益主体相继诞生 ,如:个体

经营者 、自由职业者 、私营企业主 ,以及独资 、合资或私营企业中的雇员等等 ,并形成与“体制

内”群体或个人间的利益分割 、竞争及其比较 。很显然 ,在中国迈向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 ,这批

新生的利益集团 ,其利益分配与市场直接契合 ,属于变革中的得益者阶层。囿于“体制内”的成

员相对处于利益丧失的地位 ,因为他们的利益 ,除受市场的约束之外 ,还与本企业的盈亏息息

相关。与过去相比 ,今天企业的亏损或破产直接影响着他们的经济收入和原本享有的社会保

障;在实行合同制的用工政策中 ,他们面临着失业下岗的窘境等等。总之 , “体制内”工人在宏

观利益结构的调整中其利益丧失是十分明显的。这部分人在城市里不算少数。

同样 ,城市的这种差异性利益也在代际间分割 ,但其分割或由分割造成的代际地位差异目

前看来并不如乡村那样明朗。表现在:(1)与“体制外”相联系的得益者阶层 ,虽然大多是年龄

在 40或 45周岁以下的青年人 ,应该是知识水平较高 、精力旺盛 、富于流动 、敢冒风险和有多方

才能的人(如越来越多的外企白领),但他们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城市里文化程度低却收入可

观的人(如个体经营者 、私营企业主)。(2)在与“体制内”有关的利益相对丧失者中 ,存在两部

分新出现的贫困群:一是企业下岗职工 ,多数为 40—55岁之间的中年人。他们在青春期经历

过“文革”的磨难 ,能吃苦 ,但受文化程度的限制 ,一般难以在结构性下岗后再谋新职 ,获得较高

地位。二是部分企事业单位的离退休职工 、60 岁以上的老人 。他们时常抱怨 ,物价的上涨已

使仅靠退休金收入来维持的生活越来越艰难 。应该看到 ,这两类新的贫困层分别出现在城市

中 、老年两代人中并占有一定比例的事实 ,一方面降低了中年一代 、老年一代的整体地位水平 ,

另一方面他们的弱势状况又毕竟不能完全代表整个城市中老年代群体的状况 ,也就是说 ,并不

能就此说明整个中老年代都处于地位上的弱势。因为现实生活中还存在着不少具有较高地位

的中 、老年人 ,他们不仅能在文化程度 、经济收入和职业位置上与青年人相抗衡 ,而且还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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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声望赋予的 、优越于青年人的特殊身份地位 。

对城市代际地位差异的若干实证研究似乎也显示出上述不鲜明性 。这里 ,我所指的不鲜

明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 ,调查结果的相互矛盾。沈崇麟 、杨善华主编的《当代中国城市家

庭研究》一书揭示 ,1992年 ,全国七城市(除兰州市以外),其余六城市年轻一代的平均月收入

或者与上一代的相应数值相接近 ,或者已超过上一代 。其中 ,南京市 1992年年轻一代的平均

月收入为 292.47元 ,上一代为 267.68元;两个经济较为发达的沿海城市广州 、上海年轻者的

平均月收入则已大大超过他们的上一代 。因此 ,得出的结论为 ,城市宏观利益结构的变动通过

提供给青年人更多的计划体制外的就业机会 ,导致城市中生活资源的分配的结构性变化 ,这种

结构性变化表现为一种代际利益倾斜———向年轻一代倾斜。① 这样的调查结果正是本文希望

得到的结果 ,可遣憾的是 ,当我们以这一调查结论为研究假设 ,于 1996年年底对南京市民做问

卷调查时 ,结论却不令人满意 。调查结果显示 ,平均年收入在 9000 以上的 ,45岁以下的中青

年一代占其样本总数的 53.8%;而 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占其样本数的 58.06%;肯德尔相关

系数为 0.0339。②该项研究表明南京市的年轻一代收入略低于或基本接近他们的长辈 ,代际

收入差别并不明显。第二 ,代际地位要素交替错落 ,也就是说 ,文化程度 、收入 、职业及权力等

地位测量指标上的优势并不像农村那样清一色地倒向年轻一代 。某些指标上 ,青年人占优 ,如

文化程度和职业选择方面;某些指标上两代的差异不大 ,如收入;还有些指标依然体现为长者

占优的原则 ,如权力 。支持该结论的调查数据说明:③

文化程度方面:45周岁以下者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占样本的 91.15%;45周岁以上者高

中及高中以上文化占样本总数的 55.69%。

年平均收入:45周岁以下者频率众数出现在 4500—9000元之间 ,年平均收入在 9000元

以上者占样本数的 53.8%;45 岁以上者频率众数在 9000—18000 元这一挡 , 年平均收入在

9000元以上者为样本数的 58.06%。

权力方面:按行政级别与职称级别来考察 ,45周岁以下者其行政职务中 ,无职务的所占比

例最高(44.23%),其次为科员(27.69),再其次为科级(17.30);其职称大多为

初级职称(除无职称以外);45周岁以上的行政职务 ,除无职务外 ,其他占比例

较高的依次为:科级 、正处 、科员和副厅 ,其职称除无职称外 ,多数为中级以上职

称。这两项经卡方检定后 ,P<.05 ,表示年龄与获得权力地位有显著相关。

通过比较 ,目前我国在代际地位差异方面 ,乡村表现出的明朗化和城市反映出的不明显

性 ,使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解释或判断:(1)乡村代地位群体的明朗化与乡村结构变迁的明显 、

变迁的相对成功和以往社区结构的相对简单大有关系;而城市的不明显性与城市社区本身宏

观结构变革的不确定性 、不彻底性直接相关。即代际地位分化或代际地位关系的变动与社会

宏观利益结构的变革息息相连 。(2)乡村青年一代在地位要素方面对年长一代的明显超越 ,主

要是依靠由离“土”的流动而完成的非农身份转换来实现的 ,非农身份的转换是现代化进程必

然伴随城市化道路的客观要求;城市代地位变动的不明显性 ,正好反映了城市青年一代从原来

的弱势地位向优势地位的过渡 ,过渡最终会随流动的加剧而完成。也就是说 ,在经济发展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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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该调查数据出自 1996年 12月底我们在南京进行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的成就动机和成就评价的影响” 。该
调查按南京电视收视率调查网的途径在南京选择调查样本, 共发放问卷 420 份 ,回收有效问卷 375份 , 回收率达
93.75%。

参见沈崇麟 、杨善华主编:《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54页。



期 ,青年人会通过各种流动机会的增多获得新的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 。(3)假如将收入水平作

为衡量代群体地位差距的一个重要参数的话 ,乡村代际间差异性利益较明晰与乡村贫富差距

大(1995年上升为 6倍)相对应的事实 ,以及城市代际间差异性利益较模糊与其贫富差距较小

(1995年为 3倍)相对应的事实 ,似乎正说明这样一种事实———代际利益差异的程度反映社会

的贫富差距程度 。(4)乡村代地位差的明朗化还与乡村各代群体意识水平较低有关 ,如果不存

在乡村中老一代人因意识上的先天薄弱 、传统 、自卑而产生的主动退让 ,青年人的超越不会越

来越明显 。相反 ,城市各代人的代意识水平相对较高 ,80 年代处于各代人自我相互认同的封

闭性代意识阶段 ,90年代基本已上升到各代相互认同 、相互理解的开放性代意识阶段 。由于

有了封闭性代意识下导致的竞争 ,也由于有了开放性代意识下的代际互喻 ,才使得城市各代人

的地位差有了缓冲。因此 ,代群体意识的出现和上升将影响代际地位差距的程度。

总而言之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一个社会结构大重组的时代 ,在未来的相当长时期内 ,不管

这种变动及其由变动挑起的代际地位关系的变更会以怎样的模式持续下去 ,我们都相信 ,宏观

利益结构与代际地位差异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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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青年学术奖”设立

“胡绳青年学术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著名理论家胡绳命名 ,它的

发起资金为 100万元(人民币),是胡绳捐献他的文集的全部稿酬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协助下

设立的。这项奖励基金接受海内外社会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捐助。“胡绳青年学术奖”

每三年评选一次第一届。“胡绳青年学术奖”将从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获奖成

果中产生 ,可称为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的“奖中之奖”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 、共青团中央 、全国青联联合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

果奖”设优秀奖 ,这些获优秀奖成果再经选拔 ,可得“胡绳青年学术奖” 。第一届“胡绳青年学术

奖”暂定设专著奖 2部;论文奖 3篇;研究报告奖 2篇;普及读物奖 1部。“胡绳青年学术奖”奖

金大致定为专著 20000元 ,论文 10000元 ,研究报告 10000元 ,普及读物 1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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